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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第67/2014号来文


		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可受理性的决定

		(2016年7月4日至22日)

	提交人：
	X.(无代理律师)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奥地利

	来文日期：
	2013年11月15日

	参考文件：
	2014年2月19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决定通过日期：
	2016年7月11日






附件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作出的决定
关于
第67/2014号来文

	提交人：
	X.(无代理律师)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奥地利

	来文日期：
	2013年11月15日




	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7条设立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于2016年7月11日举行会议，
	通过如下：


		关于不可受理性的决定


1.	来文提交人X.为奥地利国民，生于1959年，是一名医生，自1989年来已婚。她声称她是缔约国违反《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条和第6条(结合第2(e)、(f)及(g)条、第3、第12和第13(c)条解读)行为的一名受害人。该《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分别于1982年4月30日和2000年12月22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无代理律师。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陈述说，自愿商业型性工作(指成年人同意的性行为，涉及换取金钱利益的身体接触)在奥地利是合法的，但在三个行政层面受到规管：国家(《艾滋病法》、《性病法》)、州(在本案中指下奥地利州的《卖淫法》)和社区(一些条例)。商业型性工作者按规定必须在地方当局注册为妓女并接受每周强制阴道检查和每季度强制艾滋病毒检测。提交人认为，人们可以区分合法的性工作(注册为妓女的妇女在服从卖淫法规情况下从事的自愿商业型性工作)、非法卖淫(包括未注册为妓女的妇女为谋生而从事的自愿商业型性工作，为其顾客提供直接、正式和公开的性服务)和间接的性工作(法律的灰色地带，其中妇女不依赖性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例如在按摩院，妇女可能会提供隐秘的性服务)。提交人声称，当性行为并非公开可见时，那就不是商业，而是私生活。提交人陈述说，以上论点在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的判例中得到了反复确认。[footnoteRef:1] 此外，这些形式的性工作需要加以明确区分，一方面是有别于非常规的性生活(可能有商业外观，却无商业实质)，而另一方面也不同于贩运和犯罪式剥削妓女。从理论上说，一种非常规的性生活是受保护的，因为它是私生活。然而在本案中，缔约国扭曲了这两方面的区别。 [1: 		提交人提到了宪法法院的以下裁决：1999年10月14日的VfSlg 15.632、1978年的VfSlg 8.272，以及8.907、10.363和11.926；并提到了行政法院的以下裁定：2008年11月20日的VwGH 2004/09/0219和2007年11月22日的VwGH 2005/09/0181。] 

2.2	提交人陈述说，2007年，下奥地利州警方为管控卖淫这唯一目的开始秘密调查了解提交人的性生活。2007年2月19日晚8时，一名便衣警察以一个虚假借口进入提交人家中。这是非法的，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31条明文禁止警察以虚假借口进入私宅。
2.3	提交人后来得知，2007年1月19日至2月19日，警方一直在对她进行秘密调查，目的是证明她从事非法卖淫。警方收集了提交人的色情邮件和图片，尽管这种资料在打击严重犯罪(非法卖淫不是一种犯罪，而是一种行政违规行为)方面显然毫无用处。
2.4	当便衣警察进入提交人家中时，他已通过先前电子邮件通信和一次电话交谈确信，提交人将身着几乎全裸的性感内衣迎接他，因为他伪装成了一个放荡的朋友，与她分享非常规的性生活。他意图用她的裸体中伤她并证明她从事非法卖淫。
2.5	晚8时20分，该警察透露了他的真实身份，并匆匆去到门口，违反提交人的意愿放进另两名警察，而未给她一个穿衣的机会。他要他的同事们一起见证她的裸体，以获取非法卖淫的证据。提交人感到这种侵入是一种强奸，并随后遭受了创伤后应激反应。几分钟后，第四名警察进入家中。这些警察带有武器。提交人认为，警察除非以司法命令为由(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9和第120条)或在紧急情况下(按照《保安警察法》第33、第38a和第39条的界定)，否则不得侵入私宅。而侵入她家的行为既无司法命令作为理由(搜索一处住宅的司法命令不会为执行行政法律而签发)，也不是在紧急情况下发生。相反，警察进入住宅是为了对提交人施压，以从她那里获取假供，证明她非传统的性生活构成了非法卖淫。那些警察直至晚10时15分才离开她家。那些警察的上司确认他们为证明卖淫而批准了侵入行动，[footnoteRef:2] 从而证实了警方这种非法行为的系统性质。 [2: 		提交人提交了一封2008年8月6日的信作为证据。] 

2.6	2007年2月20日，警方依据前一天取得的证据，在图尔恩行政区管理局对提交人提出了非法卖淫的指控。2007年7月3日，区管理局暂停了对提交人的行政刑事诉讼，因为它意识到，提交人的性生活是她私生活的事情，不是卖淫。然而，尽管提交人于2007年3月9日向区管理局表达了她对于人权被侵犯的关切，但它既未启动对警方行为的调查，也未告知提交人存在着一种争取补救的行政申诉程序。
2.7	警方还呈递了先前收集的邮件和图片并将此资料与提交人姓名挂钩，从而生成了新的敏感个人数据(警方自2007年2月12日以来就知情)。这种数据收集的目的是收集证据，以在图尔恩行政区管理局证明对她非法卖淫的行政指控。警方提出了上述色情照片作为证据。此外，警方还将这些指控的副本送到了图尔恩市政管理局和图尔恩税务局，尽管《数据隐私法》第6、第7和第9条规定，这种资料只可由获授权机构仅用于事先界定的合法目的。关于个人性生活或健康状况的资料特别敏感(《数据隐私法》第4条)，而根据《保安警察法》第29和第53条，除非为打击严重犯罪所必需，警方不得收集这种敏感资料。在一个未说明的日子，税务局启动了对提交人的诉讼。[footnoteRef:3] 她最终在2012年赢了该案，但却因此遭受了大量痛苦，因为税务局在5年间一再妄指卖淫。 [3: 		提交人的初次呈件中并未提供任何资料，只是提到了行政法院2012年1月25日的最终裁定(VwGH 2009/13/0011)，副本以德文提供。] 

2.8	2008年8月21日，提交人就警方不当行为向下奥地利州独立行政小组提出申诉，并就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她私生活、私人住宅、数据保护和诉讼权利遭到侵犯以及歧视作出投诉。申诉的依据之一是2008年8月8日收到(日期为2008年8月6日)的一份警方通知，其中称《保安警察法》是对她进行秘密调查的法律依据。2008年12月15日，申诉人被告知，对该次调查没有独立的控制；次日，她将此事实补充到了她的申诉中。然而，2009年5月5日，该小组以逾时为由驳回了她的申诉，因为申诉的法定时限开始于秘密调查结束之时，即2007年2月19日。
2.9	2009年7月17日，提交人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2010年2月23日，宪法法院称该案并未引起宪制法问题，并将其移交行政法院。2010年4月14日，在于2010年4月19日送达提交人代理律师的一封信中，行政法院邀请提交人以一种不同的格式重新提交上诉。提交人于2010年5月12日重新提交了上诉。2010年6月21日，行政法院裁定了一个小问题(诉讼付款不得推迟)，但随后该法院01科和17科仅仅是来回转移管辖权，直至2013年3月20日才发出一项最终裁定，行政法院当时确认了独立行政小组的裁定，称它未引起任何法律问题。提交人陈述说，在行政法院的诉讼因耗时过长而无效。在她的案件中，有2年9个月的无活动期(2010年6月21日至2013年3月20日)，同时该案还有3年悬而未决(2010年3月23日至2013年3月20日)。
2.10  提交人认为，宪法法院的判例否认了其执行导致了上述事件的卖淫法律的歧视性质，并且由于这个原因它曾一再驳回有关这项立法的申诉。
		申诉

3.1  提交人陈述说，她是歧视妇女行为的一名受害人，因为缔约国的卖淫法律歧视妇女并允许执法以妇女的性生活为重点，却没有任何防止滥权的有效保障。这在本案中显而易见：警方对防止以非法秘密调查手段窥探性生活的现有保障措施置之不理，而随后的补救办法又由于程序缺陷变得无效。由于法律制度中的这种不足，提交人遭受了警方所犯暴力侵害妇女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对她私生活和私人数据保护的侵犯、对她私人住宅的侵入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3.2  提交人认为，非法卖淫不是犯罪，而是一种行政违规，因此不能以此为理由进行秘密调查，因为根据《保安警察法》第54条，这种调查只允许用于打击犯罪的目的，而且根据第35条，这种调查的最低要求是对涉及严重犯罪的具体怀疑。尽管如此，警方连续4周开展秘密调查，却未根据已掌握资料提前确定一个侵入她私生活不再合理的节点。根据《保安警察法》第28a条，这种调查必须是最后的手段，而且根据第29条，对私生活的侵入必须尽量减少而且必须与被调查的犯罪行为保持相称。这在《刑事诉讼法》之下同样适用，其中第131和第133条要求事先确定秘密调查的持续时间——如果调查持续数周，则犯罪行为必须特别严重。
3.3  提交人还认为，强迫裸体的方式使她受到了有辱人格的待遇。她援引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 [footnoteRef:4] 和学术研究指出，强迫裸体是有辱人格的待遇；其严重程度堪比强奸，[footnoteRef:5] 是“凌辱个人尊严”，可能表明酷刑；[footnoteRef:6] 从其他酷刑行为中幸存下来的强迫裸体受害人感到强迫裸体所受折磨具有可比性；[footnoteRef:7] 医学研究证实性侮辱对健康具有严重不良影响；[footnoteRef:8] 而强迫裸体的威胁本身就是对人格的侮辱。[footnoteRef:9] 她还认为，如果携带武器的男性警察强迫妇女在他们面前赤身裸体，这就构成了不人道待遇。[footnoteRef:10] [4: 		欧洲人权法院1978年4月25日在Tyrer诉联合王国(申请号5856/72)中的判决书，强迫裸体在其中是一个加重罪行的因素；以及人权事务委员会，第240/1987号来文，Collins诉牙买加，1991年11月1日通过的意见。]  [5: 		Anne-Marie de Brouwer, Supranational Criminal Prosecution of Sexual Violence (Antwerp, Intersentia, 2005), p. 149; 以及 Robert Cryer and other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08。]  [6: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诉Furundzija，在第IT-95-17-1号案中1998年12月10日的判决书，第264段，2000年6月21日确认。]  [7: 		Henry J. Steiner and Philip Alst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 Context: Law, Politics, Mor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777，事关西班牙境内幸存于模拟处决的单独拘禁受害人；以及检察官诉Akayesu中的证人JJ，在第ICTR-96-4-T号案中1998年9月2日的判决书，第423段；该证人为强奸幸存者而且她的一个年幼孩子被杀害。]  [8: 		Metin Basoglu, Maria Livanou and Cvetana Crnobaric, “Torture vs other cruel, inhuman,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is the distinction real or apparent?”,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vol. 64, No. 3 (2007), pp. 277-285; N.C. Feeny, T.J. Linares and E.B. Foa, “Sexual assault”, Encyclopedia of St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cademic Press, 2007); 以及Jean-Michel Darves-Bornoz, Europe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 vol. 71, No. 3 (1997), p. 59。]  [9: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1353/2005号来文，Njaru诉喀麦隆，2007年3月19日通过的意见。]  [10: 		美洲人权法院在Miguel Castro-Castro监狱诉秘鲁案中，2006年11月25日。] 

3.4  提交人进一步提到了委员会关于强迫妇科检查有悖于人类尊严的结论。[footnoteRef:11] 她还提到了其他国际管辖机构审议一些相关问题的判例，例如有异性在场时脱衣搜身是加重罪行的因素、[footnoteRef:12] 由异性剥除衣服[footnoteRef:13] 或持续裸体拘留。[footnoteRef:14] 因此，她认为，武力并非裸体成为有辱人格待遇的前提条件：一名警察“偷窥狂”行为导致的屈辱也可能达到有辱人格待遇的门槛。[footnoteRef:15] 此外，强迫裸体在她的案件中还构成了对隐私的侵犯。[footnoteRef:16] 强迫裸体也是一种国际罪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7条)，最早于1998年在战争罪背景中被界定。[footnoteRef:17] 此外还有在国家层面的一批裁定，缔约国在其中承认强迫裸体是有辱人格的待遇。[footnoteRef:18] 而且，警方造成的强迫裸体还构成了警务行为不当，为《刑法》第302条所禁止。 [11: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关于土耳其的结论性意见(A/52/38/Rev.1，第一部分，第178段)。]  [12: 		欧洲人权法院在以下案件中：2001年7月24日的Valasinas诉立陶宛(申请号44558/98)；2001年11月15日的Iwanczuk诉波兰(申请号25196/94)；2003年2月4日的Lorsé等诉荷兰(申请号52750/99)；2006年7月6日的Salah诉荷兰(申请号8196/02)；以及2007年6月12日的Frerot诉法国(申请号70204/01)。]  [13: 		欧洲人权法院在以下案件中的判决书：2007年2月22日的Wieser诉奥地利(申请号2293/03)；2009年3月31日的Wiktorko诉波兰(申请号14612/02)。]  [14: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59/1996号来文，Abad诉西班牙， 1998年5月14日通过的意见；欧洲人权法院，2011年7月7日的Hellwig诉德国；以及Wiktorko诉波兰。]  [15: 		欧洲人权法院，在医疗检查情况中：2011年5月26日的Duval诉法国(申请号19868/08)；以及在强制妇科检查情况中：欧洲人权法院，2011年2月1日的Yazgül Yilmaz诉土耳其(申请号36369/06)。]  [16: 		欧洲人权法院，在搜查情况中：2006年9月26日的Wainwright诉联合王国(申请号12350/04)；以及在医疗检查情况中：2008年5月13日的Juhnke诉土耳其(申请号52515/99)；2003年7月22日的Y.F.诉土耳其(申请号24209/94)。]  [17: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诉Akayesu(第ICTR-96-4-T号案)，1998年9月2日，2001年6月1日确认；比较Diane Marie Amann, “Prosecutor v. Akayesu”,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3 (1999), pp. 195 ff; Rebecca L. Haffajee, “Prosecuting crimes of rape and sexual violence at the ICTR: the application of 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 theory”,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Gender, vol. 29 (2006), pp. 201 ff; Catherine A. MacKinnon, “The ICTR’s legacy on sexual violenc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14, No. 2 (2008), pp. 211 ff; 以及 Pillay, “Keynote address: Protection of the Health of Women through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How C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ontribute to Efforts to Improve the Health of Women?”,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22 (2008), pp. 15 ff。]  [18: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Panel of Vienna, case Nos. 02/13/9595/2001/85 and 02/13/9635/2001 of 17 October 2002。] 

3.5	提交人进一步强调说，她申诉的核心问题是卖淫法律的存在本身导致的对妇女的歧视。她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如提交人未成为警方非法行动的目标)，不会存在具有任何成功前景的国内补救办法。唯一可用的补救办法就是申诉，要求宪法法院宣布卖淫法律违宪。然而，宪法法院已在1976年宣布，妇女注册为妓女和接受妇科检查的义务符合宪法。[footnoteRef:19] 由此可见，就《任择议定书》第4(1)条而言，向宪法法院上诉不大可能使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19: 		宪法法院判决书：VfSlg 7945/1976、7994/1977、7997/1977和8080/1977，涉及《联邦宪制法》第7条和1876年《宪法》第2条，其中宣布男女平等。] 

3.6	此外，提交人陈述说，缔约国的法院由于不受《公约》规定的约束，可从与《公约》不同的角度解释不歧视的义务，因为宪法法院在1975年裁决说，国际法并不在国家层面确立个人权利。[footnoteRef:20] 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妇女对于卖淫法律导致的歧视没有任何补救办法。 [20: 		VfSlg 7608/1975，据提交人介绍，宪法法院一再对此予以确认。] 

3.7	提交人认为，在她的案件中，卖淫法律造成的歧视由于警方执行这些法律时的非法行动而变得更加严重。这就开启了通过针对警方不当行为的行政申诉程序争取补救的选项，而提交人则选择了这一办法。不过，这种补救由于两方面原因而无效：其应用被不合理地拖长，因为诉讼时间过长并由于长时间无活动而中断；其次，缔约国事实上剥夺了申诉人诉诸法院的机会，并以不公平的理由宣布申诉不可受理。这里还有一个系统性原因，因为警察的不当行为很少被告到法院，对于警察也没有其他明显的后果。[footnoteRef:21] [21: 		禁止酷刑委员会关于奥地利的结论性意见(CAT/C/AUT/CO/4-5，第20段)；以及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关于奥地利第十八次至第二十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CERD/C/AUT/CO/18-20，第13段)。] 

3.8	提交人还认为，性工作者注册为妓女并接受妇科检查和艾滋病毒检测的义务，虽然措辞中性，但却主要影响妇女，因为绝大多数性工作者是妇女。男子却有没有类似的义务，例如作为性工作者的顾客时。因此，这些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妇女的间接歧视，并对从事性工作的妇女具有不良效应。提交人就受到了影响，因为警方错误地以为她是一名妓女，应被强制纳入卖淫管控制度中，而且因为“奥地利法理容忍这种做法”。她认为，她在《公约》第1条连带第2(f)及(g)条下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因为对她秘密调查的目的是执行卖淫法律，而她因此受到了这些法规及其实施的直接影响。由此可见，提交人受到了歧视性卖淫法律造成的对妇女的歧视，而这种歧视违反了第2(f)及(g)条。
3.9	提交人提到了委员会关于缔约国在《公约》第2条下核心义务的第28(2010)号一般性意见第9段，并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其在第2条下通过立法尊重妇女平等权利的义务。她还认为，参照第28号一般性意见第36段，缔约国使补救办法无效的事实构成了对《公约》第1条连带第2(e)条的违反。
3.10  提交人指出，警方已承认，秘密行动，包括针对她的秘密行动，属于例行业务。因此，卖淫法律的一个后果就是，如果警方怀疑妇女非法卖淫，她们就会成为非法行动的目标，而她们的男性顾客却不会。所以说，妇女并未享有平等的人权保护，而提交人的案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她认为，她遭受了对妇女的歧视，其原因是对妇女和男子未能给予平等的人权保护，从而违反了《公约》第3条。这种剥夺妇女对核心人权充分享受的歧视构成了暴力侵犯妇女的行为。
3.11  关于《公约》第1条，连带第6条，歧视是由于通过卖淫法律违背了第6条的本意造成的。这种法律的实施并未保护妇女免受性剥削，反而产生了警察性骚扰的新危险，例如提交人遭受的强迫裸体。法律制度并未针对这种虐待提供保护。
3.12  关于《公约》第1条，连带第12条，卖淫法律，即《艾滋病法》和《性病法》，在性健康方面对妇女和男子施加了不同的标准。尽管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这些法律却使妇女、尤其是性工作者为性传播感染承担全部责任，而对待男子，特别是性工作者的顾客，却没有任何类似的法规。结果是，提交人就成为警方为实施这些法律而开展非法行动的对象。她遭受了男女健康方面不平等法律做法造成的对妇女的歧视，这些做法违反了第12条。
3.13  关于《公约》第1条，连带第13(c)条，卖淫法律导致警方在一旦有性意味时以不同方式评估男子和妇女的休闲活动。由于性别陈规定型观念，提交人非常规的性生活引起了非法卖淫嫌疑，而警方则使用非法手段进行干预。对于涉嫌寻求与性工作者接触的男子，警方却不进行任何秘密调查予以揭露。由此可见，提交人遭受了关于性生活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导致的对妇女的歧视，而这就违反了《公约》第13(c)条。

		缔约国关于可受理性的意见

4.1  2014年4月18日，缔约国提出，在例行调查过程中，2007年1月29日，正在调查人口贩运的下奥地利州刑事调查厅干员偶然在一个基于因特网的奥地利交友论坛上发现提交人的一则广告。从广告辞中可以毫无疑问地明确看出，她在主动为男子提供收费的性行为，她把费用称为“TG”(Taschengeld，即“零花钱”)。调查厅一名干员随后作为“有兴趣的顾客”，使用一个伪装的电子邮件地址联络了她，而提交人则在2007年1月29日给他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表示可提供付费的性行为。在随后以电话和电子邮件开展进一步接触的过程中，提交人(和她丈夫)把她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给了他，并发送了一些照片，展示她裸体、身着内衣或正与各种伙伴性交的情形。2007年2月19日，调查厅数名干员来到提交人所给地址；他们中一人作为预约顾客于晚8时按铃，而其他人则在附近等候。提交人的丈夫打开门，并让这名假定顾客进了屋。提交人已身着内衣在客厅等他。他们商定付款条件后，该假定顾客透露了他的身份，告诉她说他是一名警察，并出示了他的警务身份证。提交人在回答他的提问时说，她既没有作为妓女工作的所谓管制卡，也未向当地社区通报她作为一名妓女的活动。在提交人把她丈夫叫来后，该名干员也把他的同事们叫进了屋。由于提交人拒绝跟他们去警察局接受讯问，就当场对她的陈述进行了笔录。
4.2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在她来文中声称，她于2007年2月19日被警察诱供，而且这些警察不准她穿衣，从而使她暴露于“强迫裸体”。提交人在经她签字的2007年2月19日供词中，却无这方面的任何说明。提交人随后在她2007年2月20日给调查厅的电子邮件中，并未提出这些问题。她在向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递送的申诉中，也未对下奥地利州独立行政小组的事实陈述提出过明确质疑。提交人由她丈夫代表，于2008年8月21日(即法定时限到期后约15个月)在一份书面呈文中向行政小组提出申诉，质疑2007年2月19日的公务行为。她投诉说若干宪法保障的权利受到侵犯以及“警察干预导则”(第266/1993号联邦法律公报)被违反。关于投诉警方措施的6周时限过期之事，她还要求回归到诉讼程序的先前状态。2009年5月5日，行政小组裁定拒绝她的要求，并以逾时为由驳回了她申诉，因为看不出有什么原因妨碍她及时提出申诉。提交人向宪法法院提出了对行政小组裁定的申诉。宪法法院于2010年2月23日裁定，以其并未提出宪法问题为由拒绝受理这一申诉，并将其移交行政法院供进一步审议。2013年3月20日，行政法院也作出裁定，拒绝处理这一申诉，因为行政小组在其被质疑的那项裁定中并未偏离该法院的判例法。
4.3	缔约国进一步提出，根据2008年1月18日的一项裁定，提交人被勒令为她2004年至2006年作为一名妓女的活动缴纳所得税。她向独立财务评议会上诉获得成功，2008年12月15日的一项裁定取消了税务收款，因为提交人的活动不必缴纳所得税。税务局就这一裁定向行政法院提出正式申诉，但未获成功(2012年1月25日的裁决)。行政法院认为，提交人在呈件中称，她从事有关活动的所收总数对她可忽略不计，而这一点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提交人的行为没有经济动机而且不会给人以商业业务的印象，因此不必付税。提交人2013年6月20日针对税务局向数据保护委员会提出的申诉，被2013年9月6日的一项裁定驳回；并不存在关于提交人性生活的任何电子数据存储。但是，鉴于行政法院诉讼有可能续开，电子存储与财政诉讼有关的其他个人数据还是必要的。提交人就这一裁定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诉。在宪法法院的诉讼仍在进行中，因此在第三者方面要服从官方保密。由于提交人未向委员会提供该申诉内容，缔约国无法就其发表评论。
4.4	2010年4月19日，提交人正式提出对联邦政府的责任申诉。她要求赔偿她在税务诉讼中招致的费用，赔偿她因人权被侵犯而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并要求认定联邦政府应为被指控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持久影响所导致的任何未来损害承担责任。正式责任诉讼通过双方协议终止：此前，作为最高警务机关的联邦内政部的部长已支付了提交人索要的部分赔偿数额而未承认提交人的主张，提交人则在2012年4月23日一次听证中宣布放弃她关于所指人身伤害的索赔和她关于认定联邦政府应为任何未来损害承担责任的要求。于是，诉讼剩下的事由仅仅是她在财政诉讼中的代理费用。提交人与联邦政府法定代表商定在提交人剩余要求方面也终止诉讼(判给她在财政诉讼中的代理费用)。提交人随后于2012年4月27日向法院提交一信，宣布双方都不打算参加下一次法院听证。在双方自愿不出席法院下一次听证后，诉讼以具最终效力的方式被终止。
4.5	缔约国认为其《联邦宪制法》包含了全面禁止歧视的规定，并提到了《国民一般权利基本法》[footnoteRef:22] 第2条和《联邦宪制法》第7条。任何基于性别的歧视都被明确禁止。数十年来，这一点也在宪法法院判例中得到了承认。[footnoteRef:23] 《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14条在缔约国具有宪法地位，并规定该《公约》所设权利应得到确保，不得以性别为由进行歧视。代表缔约国采取行动的所有实体，包括立法机构，都必须考虑到对歧视的这种禁止。宪法法院负责审查遵守这一禁令的情况，而且甚至可以废止违反这一原则的法律。 [22: 		第142/1867号帝国法律公报(按其现行版本)。]  [23: 		宪法法院1952年3月21日的裁决，VfSlg. 2268/1952。] 

4.6	缔约国进一步提出，关于在联邦立法层面对卖淫的管控，《性病法》[footnoteRef:24] 允许发布卫生预防条例和监督那些出于商业目的容忍在自己身上进行性活动或对别人进行此类活动的人。依据这一规定，发布了《从事卖淫人员健康管理条例》。[footnoteRef:25] 该条例要求出于商业目的容忍在自己身上进行性活动或对别人进行此类活动的人在开始此类活动之前，由一名公共卫生官员进行体检，此后每周一次定期接受这种体检 ，以确定是否无性病之虞。这些人员会收到一张卡(也被称为“控制卡”)，作为进行正常检查的证明。此外，根据1993年《艾滋病法》，[footnoteRef:26] 任何希望从事卖淫工作的人，在此类活动之前都必须由一名公共卫生官员进行一次艾滋病毒感染检查，此后至少每三个月接受一次这种定期检查。下奥地利州《卖淫法》[footnoteRef:27] 要求有资格使用建筑物或建筑物中一些部分以备和从事经常性卖淫活动的人提前通知市政府，报备其姓名和地址。上述法律规定对男女一样适用。由于卖淫并不局限于妇女，男子从事卖淫活动也必须遵守上述法律规定。因此，这些规定并未导致对妇女的歧视。 [24: 		 第152/1945号州法律公报，经第98/2001号联邦法律公报第一卷，第11节，第2段修正。]  [25: 		第314/1974号联邦法律公报，经第591/1993号联邦法律公报修正。]  [26: 		第728/1993号联邦法律公报，经第98/2001号联邦法律公报第一卷修正。]  [27: 		第1984/89号区域法律公报，经第2006/106号区域法律公报修正。] 

4.7	缔约国还提出，根据2007年2月19日公务行为时的适用法律，[footnoteRef:28] 指称直接行政权力和胁迫措施的行使侵犯了他们权利的人，可向一个独立行政小组提出申诉。这些人还可申诉指控除保安部门行使权力及胁迫措施之外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了他们的权利。[footnoteRef:29] 最后，还可提出申诉指控违反了“警察干预导则”。[footnoteRef:30] 对于所有这些补救办法，都有一个6周提出申诉的统一时限。期限计算起始日为申诉人得知直接行政权力及胁迫措施之行使的当天(而如果此种行使妨碍了他/她利用他或她提出申诉的权利，则从此种障碍停止存在的当日算起)。对于独立行政小组的裁定，可向行政法院和宪法法院提出上诉。31 在向宪法法院的上诉中，可质疑该小组的裁定以及作为被上诉裁定之依据的法律和条例的(宪制)不合法性导致了对基本权利的侵犯。此外，如果法律和条例的(宪制)不合法性直接导致了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则个人可以在宪法法院直接质疑这种(宪制)不合法性。如果成功前景不充分或依据被质疑裁定预计不会澄清一个宪法问题，则宪法法院可拒绝处理一项申诉。而如果裁定不依赖对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法律问题的认定，行政法院可拒绝审理申诉；这仅适用于处以低额罚款的行政刑事诉讼。 [28: 		缔约国提到了《联邦宪制法》第129 (a)条，第1[2]段，第1930/1号联邦法律公报，经第5/2007号联邦法律公报修正；《一般行政程序法》第67(a)段，第51/1991号联邦法律公报，经第10/2004号联邦法律公报第一卷修正；《保安警察法》，第88条，第1段，第566/1991号联邦法律公报，经第56/2006号联邦法律公报第一卷修正。]  [29: 		《保安警察法》，第88条，第2段。]  [30: 		第266/1993号联邦法律公报；《保安警察法》，第89条。] 

4.8	缔约国还提出，如果个人数据由行政当局处理，这些数据的主体可求助于数据保护委员会，该委员会就个人声称他们的保密权或他们的更正或删除权受到侵犯的申诉作出裁定。[footnoteRef:31] [31: 		2000年《数据保护法》，第31条，第165/1999号联邦法律公报第一卷，经第57/2013号联邦法律公报第一卷修正。] 

4.9	缔约国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1)条，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未能按照国家程序规定用尽所有的国内补救办法。[footnoteRef:32] 特别是，提交人迟至2007年2月19日公务行为之后约18个月，才向下奥地利州独立行政小组提出申诉。根据所涉公务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情况，针对权力及胁迫行为提出申诉的期限为提交人得知该权力及胁迫措施之行使的当天算起6周。由于提交人直接受到2007年2月19日公务行为的影响并卷入其中，提出申诉的期限在那天之后6周就结束了。提交人在国内诉讼中只是提出，她直至2008年8月才被告知提出上诉的可能性以及秘密调查的法律依据。 [32: 		缔约国提到了委员会在第1/2003号来文中的判例，B.-J.诉德国，2004年7月14日通过的不可受理性决定，第8.6段。] 

4.10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辩称6周的申诉提出期太短，而且由于未被告知秘密调查的法律依据，她无法及时提出申诉。缔约国论述说，这些论点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当时只要在向行政小组的申诉中描述事件经过和指称权利受到侵犯就足够了。准确知道当局在其公务行为中依赖的法律依据肯定不是提出申诉的一个先决条件；申诉中并无必要援引相关法律规定。秘密调查的依据是《保安警察法》这一信息，与向该小组提出申诉并不相关，因为除其他原因外，针对警察调查活动和公务行为的所有申诉，提交期限统一都是6周。无论提交人所质疑的公务行为的具体法律依据是什么，提出申诉的期限都早已过期。向该小组提出申诉的期限产生于正常颁布的法律而且被大大超过，因而奥地利法院在提供法律保护方面对法定时限的从宽处理已不能再适用。[footnoteRef:33] [33: 		缔约国提到了宪法法院1996年9月24日的裁决，coll. VfSlg. 14.571/1996。] 

4.11  缔约国进一步认为，提交人当时在自行了解她提出申诉的权利方面，有足够和方便查阅的多种可能性，而且还都免费可用。例如，在缔约国，律师首次提供法律信息时，该项目服务是免费的。此外，任何人都可在法院开放日匿名求助于法院，以获得关于法律保护可能性的信息。下奥地利州独立行政小组就具体的开放日提供了法律信息。监察员办公室也向寻求法律保护的人提供法律信息。鉴于提交人和在该小组面前代表她的她丈夫都接受过大学教育，可以推定两人都有能力了解到法律保护的机会和相关时限。此外，提交人本可在2007年2月19日公务行为之后，立即依靠一名律师的协助，正如她后来在向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提出申诉时和在公务责任诉讼方面所做的那样。
4.12  缔约国还认为，2007年2月19日公务行动过程中的警察行为以及有关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申诉，本可在独立行政小组诉讼期间得到全面审查。如果这种审查结果发现该次调查是非法的，该小组本可得出这样一种认定。因此，当时已有可供提交人详细审查被指违法警务活动的有效工具。而当时没有进行这种审查，完全是由于提交人未能及时提出申诉。缔约国提到一份类似来文，其中涉及到一个延迟的法律补救办法，而委员会驳回了该来文，指出因其未能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而不可受理。[footnoteRef:34] [34: 		见 B.-J.诉德国(前注32)，2004年7月14日的不可受理性决定，第8.6段。] 

4.13  缔约国进一步认为，之所以说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还因为提交人自愿同意了一个解决办法：提交人在收到所寻求损害赔偿的一部分后，与作为最高警务机关的联邦内政部的部长达成协议，在没有法院裁定的情况下结束诉讼。因此，提交人不能对委员会断言她已在国家层面达成全面解决办法的有关事件导致了法律侵权。提交人并未提出该解决办法实际无效的任何情况。
4.14	关于2007年2月19日之前的秘密调查，缔约国提出，提交人在2007年2月19日公务行为之前的公务行为当天已被告知这一秘密调查，而且本可随后在规定的6周期限内向独立行政小组提出申诉。申请人在国内诉讼中明确表示，她于2007年2月19日得知该次秘密调查。
4.15  在提交人质疑的下奥地利州刑事调查厅向税务局转送数据的做法方面，国内补救办法也未用尽。申诉人就数据保护委员会2013年9月6日的否定裁定向宪法法院提出的申诉仍在审理中。缔约国认为，如果在用尽国内所有补救办法之前就向委员会提交来文，则该来文应被宣布不可受理。[footnoteRef:35] [35: 		第15/2007号来文，Zheng诉荷兰，2008年10月27日通过的意见，第7.3段；另见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942/2000号来文，Jonassen等诉挪威，2002年10月25日通过的可受理性决定，第8.6段。] 

4.16  此外，缔约国提出，之所以说国内补救办法未用尽，还因为提交人并未适当证实《公约》规定的权利如她现在向委员会指称的那样在国内诉讼中受到了侵犯。一份来文可受理性的一个前提是，提交人必须在国家层面提出了《公约》所规定权利受到侵犯的实质性主张。[footnoteRef:36] 由于《公约》主题是消除对妇女的歧视，提交人本应以适当方式在国内诉讼中提出她受到了基于她性别的歧视。然而，提交人并未以适当方式提出任何这种主张。提交人在她就2007年2月19日公务行为向独立行政小组提出的申诉中，并未声称她作为一名妇女受到了当局行为或奥地利法律的歧视。她在未提及作为一名妇女遭遇到何种具体歧视行为的情况下关于其他权利受到侵犯的申诉，在《任择议定书》含义范畴内并非一个适当的歧视指控。[footnoteRef:37] 提交人在向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的申诉中，作为一项备注陈述的歧视指控不能由法院予以考虑。由于提交人未遵守时限，公务行为和歧视指控都不再是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诉讼的主题。 [36: 		见Zheng诉荷兰，(前注35)第7.3段；另见第11/2006号来文，Salgado诉联合王国，2007年1月22日通过的可受理性决定，第8.5段，以及第5/2005号来文，Goekce诉奥地利，2007年8月6日通过的意见，第7.2段。]  [37: 		第8/2005号来文，Kayhan诉土耳其，2006年1月27日通过的不可受理性决定，第7.6和第7.7段。] 

4.17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关于缺乏有效国内法律补救办法去质疑管控卖淫活动的现行法律的指控也毫无根据。提交人本可在适时向独立行政小组提出的申诉中断言，公务行为及此前的调查是基于歧视妇女的法律。由于《宪法》含有禁止性别歧视的规定，这种呈文本可根据案情实质得到审查，并由该小组提交宪法法院，提出对有关法律进行审查的要求。此外，提交人声称相关卖淫法律本身具有歧视性，实际目的是对法规进行一次抽象审查，因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她都陈述说她过去不是而且现在也不是作为妓女在工作。然而，无论是《任择议定书》还是奥地利法律制度，都未提供依据使声称被质疑法规并不适用于她的一个人可以发起对该法规的审查。[footnoteRef:38] [38: 		第13/2007号来文，Dayras等诉法国，2009年8月4日通过的不可受理性决定，第10.5段；另见宪法法院1990年3月15日的裁决，coll. VfSlg. 12.331/1990。] 

4.18  最后，缔约国提出，提交人在《任择议定书》可受理性规定的含义范畴内也并非一名受害人，因为她在公务责任诉讼中自愿同意就2007年2月19日公务行为、此前的调查和财政诉讼达成一个全面解决办法。在落实解决办法的过程中，提交人获缔约国判给她索赔的数额，并随后与缔约国商定以具最终效力的方式终止诉讼，包括在她关于财政诉讼的索赔方面。依据解决办法终止公务责任诉讼的做法，毫无疑问清楚地表明，提交人认为她提出的诉求都得到了满足。提交人因此不应再被视为《任择议定书》第2条含义范畴内的一名受害人，而根据《任择议定书》该来文不可受理。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15年5月18日，提交人重申了她关于来文案情实质的一些论点并增加了一些新论点。
5.2	关于来文的可受理性，提交人陈述说，缔约国聚焦于2007年警方不当行为并声称提交人应只投诉警方行为，从而歪曲了她来文的范围。故此，缔约国作为补救办法只讨论涉及警方行为的申诉程序(在独立行政小组或在数据保护局)，但这些程序的目的都不是处理关于歧视性法律或做法的不满。提交人强调指出，她的申诉是关于一种持续存在的情况，即歧视性的卖淫法律允许警察因妇女非常规的性生活而以莫须有的卖淫罪名威胁她们。提交人因此用2007年的事件证实她的说法并说明，由于涉及卖淫的法规和执法这些法规的行政做法，妇女面临着不可接受的警察滥权风险而且缺少有效保障，特别是没有任何专门保护妇女的保障。类似事件随时都可能再次发生，因此，提交人当时受到而且现在仍然受到这种歧视的影响，尽管她并不是一名妓女。
5.3	提交人指出，缔约国忽略了她关于违反《公约》第1条连带涉及娱乐活动方面歧视的第13(c)条的指控，以及她关于违反了《公约》第1条连带第2(e)条的指控，即指控行政申诉程序的无效是法律制度中歧视性做法的一个后果。缔约国并未建议提交人本应和本可针对这些侵权行为采取的任何补救办法。
5.4	提交人还指出，缔约国辩称，她是要求对卖淫立法进行一次抽象审查，因为她并不是一名妓女，因此这些法规与她无关。提交人质疑上述说法，并认为2007年的事件提供了充分证据，显示她当时受到了而且现在继续受到所指控歧视的影响。此外，缔约国声称，提交人不是受害人，因为她接受了赔偿并同意推迟她的民事诉讼。在这一点上，缔约国又忽略了对妇女持续歧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由一宗民事诉讼消除。提交人澄清说她提起的民事诉讼2012年暂停，认为缔约国把诉讼暂停和全面解决办法混为一谈，并陈述说她收到1 850欧元的非金钱损害赔偿，而与此同时，她不得不为这一民事诉讼支付2 545.94欧元的法律费用，而且无法追回她为所得税诉讼支付的法律费用4 636欧元。此外，缔约国不承认发生过任何非法行为。她还澄清说，直至2012年都未对警方行为进行过有效调查，民事诉讼毫无成功希望，而面对不断增多的法律费用，她同意了暂停诉讼。她援引了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判例，该委员会在一宗类似案件中指出，由民事诉讼为有辱人格的待遇提供补偿根本就不切实际，因为若无彻底的刑事调查，它就会失败。[footnoteRef:39]  [39: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111/1998号来文，R.S.诉奥地利，2002年4月30日通过的决定，第3.5和第6段。] 

5.5	提交人还坚称，警方在继续进行查明妓女的非法秘密调查，因此像她自己一样具有非常规的性生活的妇女很容易被怀疑是妓女，而且没有专门保护妇女免遭滥权行为的任何有效保障。为避免(再次)受害的危险，妇女不得不克制，不过非常规的性生活。具有非常规的性生活的男子却没有这种风险。因此，正是依据这些法律和做法的存在本身，提交人可以宣称是歧视的受害人。提交人提到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 [footnoteRef:40] 和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判例 [footnoteRef:41] 并认为，除了受到歧视性法律及行政做法的存在本身的影响外(这已足够证明她的受害人地位)，在2007年，她还成为这些法律和相关非法做法导致的令人痛苦行为的一名受害人。她得出结论说，她的来文不是一种民众之诉，而且她具有受害人地位。 [40: 		欧洲人权法院1981年10月22日的判决书，Dudgeon诉联合王国(申请号7525/76)，第41段。]  [41: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488/1992号来文，Toonen诉澳大利亚，1994年3月31日通过的意见，第5.1段。] 

5.6	提交人认为，她只有在获得矫正之后，才会失去她的受害人地位。正如禁止酷刑委员会指出，矫正涉及到恢复原状、补偿、康复、满足和保证不再重犯，[footnoteRef:42] 而仅提供金钱补偿是不够的，43 因为缔约国还必须承认侵权(满足)。但缔约国正如其意见所示，并不承认在民事或在任何其他诉讼中有任何非法行为、疏忽或对提交人有任何种类的歧视。她还提到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根据该判例，各国有义务制止违约行为和为其后果作出补救，以尽可能恢复违约行为之前的状况。[footnoteRef:43] 鉴于法律形势没有改变而且执法实践也未改变，也就没有不再重犯的任何保证。综上所论，民事诉讼与对可受理性的审议显然不相关联。 [42: 		禁止酷刑委员会，关于各缔约国执行第14条的情况的第3(2012)号一般性意见。]  [43: 		欧洲人权法院，2004年4月8日在Assanidze诉格鲁吉亚案(申请号71503/01)中的判决书，第198段。] 

5.7	提交人质疑缔约国的下述立场，即在2007年事件6周之内向独立行政小组提交关于警方行为的申诉，本来也会是质疑歧视性法律的一种有效补救办法，而她却未能用尽这一办法。提交人认为，缔约国对法定时限的解释给她增加了一个不切实际的负担，因为它过于讲究形式和僵硬，因此等于剥夺了诉诸法院的机会。提交人指出，根据缔约国的说法，警方未向提交人告知可用的补救办法并不重要，提交人自己有责任去找出有什么可用的补救办法，而且，为申诉目的，只需要知道被警方作为行动目标就够了，然后行政小组就会自行调查其余情况。的确，《行政程序法》字面上本要求该小组以这种方式采取行动和进行全面调查，尤其是因为提交人未由律师代表。然而，实际做法却完全不同：警察暴力受害人的申诉经常被以形式方面的原因驳回。[footnoteRef:44] 在提交人案中，该小组甚至未对提交人2008年12月9日的电子邮件给予回复，她在该邮件中报告说，警方不回答她关于对秘密行动是否有任何独立监督的查询。 [44: 		 提交人提到了禁止酷刑委员会关于奥地利的结论性意见(CAT/C/AUT/CO/4-5，第20段)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关于奥地利的结论性意见(CERD/C/AUT/CO/18-20，第13段)；并提到了关于欧洲委员会人权专员托马斯•哈马尔贝格2007年5月21日至25日访问奥地利的报告。] 

5.8	提交人还提到一个情况与她类似的案件，独立行政小组在该案中驳回了一名妇女的申诉，理由是她未能正确指明对她开展秘密行动的法律依据。提交人声称，如果警方不出具书面证明确认在针对她的秘密行动方面应用了《保安警察法》，她就无法提交申诉。提交人到2008年才取得这样一份证明，而只是到那时，她才能够并且实际提交了她的申诉。她还提出，国家立法规定一项申诉的法定时限在申诉人未获足够信息之前不会开始，并预见在当局违反其法律义务(例如说明警方行为的法律依据和有何种可用的补救办法)时，可以重启申诉。可是，国家当局在其裁定中，甚至连提交人在这方面的论点都未提及。
5.9	提交人还坚称，与缔约国意见所述相反，她在这些诉讼过程中实际上对性别歧视作出了投诉。2008年，当她向独立行政小组提交她关于警方不当行为的行政申诉时，她投诉说《保安警察法》第31条下禁止性别歧视的条例第5.1条被违反(缔约国提交了这一申诉的副本)。行政小组2009年驳回此案后，提交人于2009年7月17日根据《联邦宪制法》第144条的规定向宪法法院提交了申诉。她援引《联邦宪制法》第7条(不歧视原则)就性别歧视作出了投诉，把警方不当行为与卖淫法律之下对妇女的歧视挂钩，同时还指出在独立行政小组的诉讼的程序缺陷具有性别视角，并提出动议要求宣布她是性别歧视的受害人。提交人曾要求宪法法院裁定，歧视到底是由于法律规定具有歧视性质还是由于在所涉案件中发生了歧视性执法。宪法法院驳回此案后，她于2010年5月12日向行政法庭上诉，投诉说遭到歧视性执法。这一申诉也被驳回。
5.10  2015年2月13日，提交人告知委员会，缔约国在其意见中提到的在宪法法院的数据删除诉讼已经结束，宪法法院作出了最终裁定，维持数据保护局的裁定并确认，即使经过了8年，税务局仍无义务删除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诽谤及虚假信息。提交人提交了她2015年2月13日收到的这项2014年12月10日裁定的一份副本。

		委员会面前的问题和审议情况

		可受理性的审议情况

6.1	依照其议事规则第64条，委员会必须决定，根据《任择议定书》，来文可否受理。依照规则第72(4)条，它应在审议来文案情实质之前这样做。
6.2	依照其议事规则第66条，委员会可决定将可受理性问题与来文案情实质分开审议。
6.3	关于《任择议定书》第4条，委员会获悉，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都未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下得到审查。
6.4	委员会回顾指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1)条，除非委员会确定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除非这种补救办法的应用被不合理地拖延或不大可能带来有效的救济，否则它不得审议一份来文。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由于下述理由，来文因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而不可受理。首先，国内补救办法未用尽是由于提交人自己的不作为，未能在国家法律中确定的法定时限内向下奥地利州独立行政小组提出上诉。委员会观察到，提交人确实是在2007年2月19日事发后18个月才向该小组提出她申诉。在这方面，它回顾指出，申诉人应按要求遵守提交期限等合理的程序规定。[footnoteRef:45]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就她未能在法定时限内提出她的申诉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而她声称的缺少对秘密调查之法律依据的了解，并不能阻止她按时提出申诉。 [45: 		例如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1175/2003号来文，Soo Ja Lim等诉澳大利亚，2006年7月25日通过的不可受理性决定，第6.2段。] 

6.5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下述论点，那就是，即使在向独立行政小组逾期提交的上诉中，提交人也从未指称她作为一名妇女亲身经受了缔约国当局行为或法律的歧视。根据其他国际人权条约机构确立的判例，[footnoteRef:46] 尤其是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判例，[footnoteRef:47] 委员会回顾指出，来文提交人按规定都必须在国家审理中就《公约》所规定权利受到的侵犯提出实质性指控，以使所涉缔约国能在同一事项被提交给委员会之前对被指控的侵权行为作出相应补救。委员会感到满意的是，提交人在给独立行政小组的申诉中，她只投诉说若干宪法保障的权利受到侵犯以及“警察干预导则”被违反，却未提出任何基于性别的歧视。 [46: 		例如见Salgado诉联合王国(前注36)，第8.5段。]  [47: 		例如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222/1987号来文，M. K.诉法国，1989年11月8日通过的可受理性决定；第1356/2005号来文，Corral诉西班牙，2005年3月29日通过的可受理性决定；以及第1420/2005号来文，Linder诉芬兰，2005年10月28日通过的可受理性决定。] 

6.6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辩称国内补救办法没有用尽，因为提交人与联邦内政部之间达成了全面解决办法，充分和最终满足了她的诉求，并以具最终效力的方式终止了所有诉讼。委员会观察到，提交人未能在一开始就向委员会披露这一解决办法。委员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提交人自始至终都未试图在国家层面质疑过所达成解决办法的有效性，而只是在对缔约国意见作出回应时，才在她2015年5月18日的评论意见中提到了赔偿的额度和她未能收回她法律费用的情况。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如果对解决办法的条款不满，她本应首先在国家层面对其提出质疑。在此情况下，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在本案中，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并未用尽。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根据《任择议定书》第4(1)条，来文不可受理。
6.7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辩称，应根据《任择议定书》第2条宣布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在与联邦政府达成全面解决办法之际，就失去了她的受害人地位，她收到了充分和最终满足她诉求的赔偿，并同意以具最终效力的方式终止所有诉讼。委员会适当考虑了提交人的论断，即缔约国并未承认有任何非法行为或疏忽或对她有任何种类的歧视，因此不能说她已丧失受害人地位。不过，委员会认为她的推论并无道理，而且认为提交人在国家层面达成充分和最终满足她诉求的全面解决办法之际，就丧失了她的受害人地位。委员会因此还得出结论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2条，来文不可受理。
7.	因此，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2和第4(1)条，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提交人缺少《任择议定书》第2条规定的受害人资格，而且因为提交人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b)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提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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